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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的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研究
——以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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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进入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阶段，人才日益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

家与区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高校毕业生作为人才的后备军，已然成为城市“抢人大战”的主

要争夺目标。基于2019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运用空间统计分析

及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剖析“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

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呈现“东密西疏”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且“一

流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更加集聚。② 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核

心因素，但地方品质因素对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相对而言，地方品质因素对

“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更强。此外，政策因素对两类毕业生就业流动也具有显著

的影响。③ 毕业生就业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基于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

相关效应显著为正，基于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显著为负，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均

衡的分布格局产生一定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区域人才政策的制定需要实现从单一区域视角

向多区域协调视角的转变，对进一步优化区域人才治理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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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才作为专业化知识与技术的载体，在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2010 年国务院颁布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指出中国要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1]。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中进一
步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中
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也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随着近年
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力量。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各地方政府自2017年以来纷纷出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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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吸引人才流入，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也相继加入，城市“抢人大战”愈演愈烈。
“人才”是指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专业知识、特殊技术和能力，对人类进步做出
某种较大贡献的人[3]。相对而言，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技术、知识和
能力，且易于划分，因此学历常作为人才的划分标准，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通
常被视为人才群体[4]。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国家和地区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也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5]。自1999年中国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大学生数量快速增
长，在校生规模由2001年的560.52万人增长至2020年的2139.71万人①，为国家的社会经
济发展提供了关键的人才支撑。高校毕业生通过迁移和再流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不充分流动有碍激发创新创业创造的活力，不合理集聚有可能引发马太效应，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导致区域发展极化[6]。本文旨在通过揭示高学历人才就业流动的
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差异化的人才政策、实现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提供启示。

高校毕业生作为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构成，其就业地的选择承载了知识资本的跨区域
流动。因而，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就业流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高
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特征与趋势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就业流动规模[7]、迁移方向[8-10]及毕
业生流动对就学地和就业地经济发展的影响[11]。由于认识到高校毕业生是人力资本的重
要承载者，国外众多学者探究了毕业生的就业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毕业生倾向于流向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就业[8-10]。此外，国外学者对影响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因素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
得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就业机会[12-15]；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与一般的劳动力不同，高
校毕业生不仅关注就业机会与工资的差异，而且更加关注生活质量与舒适性，倾向于选择
提供各种便利设施的城市[12-13, 16-17]。虽然已有大量研究论述了经济因素和地方品质因素对毕
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但这两类因素对就业流动影响的重要程度并未达成一致结论[18]。

国内学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迁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等方
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模式，诸多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倾向于流向东南沿海地区
就业，一线城市是毕业生首选就业地，而流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毕业生相对较少[19-22]。
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高房价、激烈的就业竞争和低居住满意度导致流向一线城
市就业的毕业生逐渐下降，而前往二线城市和其他城市就业的比例增加[23-24]。其次，国内
学者从全国或地区层面解释毕业生就业地选择偏好，重点关注院校的布局、地方经济、地
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22-26]。诸多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预期工资等区域经济
因素[23-24, 26-29]，气候环境、生活质量、城市公共服务等非经济因素[24, 29-31]以及个体特征[25, 27-28]

是影响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地域选择的主要因素。此外，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中国特有
政策性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19-20, 25]。Cui等[20]和马莉萍等[25]研究发现，中国特
有的政策因素（户籍因素和人才政策因素）对毕业生就业流动产生不同程度的激励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过程中各就学地、就业地和就学地—就业地迁
移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即高校毕业生就业迁移流存在网络自相关效
应[32]。人口迁移流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可追溯于两个重要理论：Stouffer的干预机会理论[33]

和Fortheringham的竞争目的地理论[34]。这两个理论分别论述了来源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
网络自相关效应[35]。现有研究分析人口迁移影响因素采用的重力模型隐含着一个重要假
设，即每一条迁出地—迁入地（Origin-destination, OD）流是相互独立的[36]。而网络自相
关效应的存在打破了传统重力模型的独立性假设，造成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自此，如何
在传统重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迁移流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37-38]。LeSage

① 数据来源于2001年和2020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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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传统重力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空间交互项的重要性，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人口迁
移流中的迁出地、迁入地、迁出地—迁入地3种网络自相关效应加以考虑，提出了空间
计量交互模型[37-39]。很多学者也应用此模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32, 41-43]。蒲英霞等[41]、
曾永明等[43]基于多年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分析发现中国省际人口迁
移流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显著为正，迁出地
—迁入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显著为负。盛玉雪等基于201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
采用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迁移流具有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忽略
网络自相关效应将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32]。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① 现有研究大多侧重考察经济因素
和非经济因素对于高校毕业生流动的影响，而与国外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不同，中国户
籍政策、人才政策使得国内高学历人才就业流动的选择过程更为错综复杂。西方相关理
论与研究发现是否适用于中国情境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地
方品质理论、创意阶层理论，并结合中国特有的政策性因素，构建了解释中国高校毕业
生就业流动的分析框架。② 现有研究多采用重力模型分析高校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因素[6]，
但重力模型无法解释迁移流之间存在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即相邻就学地的高校毕业生就
业流入地格局呈现相似的特征，而相邻就业地的高校毕业生来源地同样具有一定的关联，
为此本文引入空间计量交互模型拓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37]。③ 现有
研究主要采用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或普通劳动力迁移的网络自相关效应，较
少关注高学历人才群体[41-42]。④“双一流”高校作为高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但“一流大
学”与“一流学科”高校的教育质量和生源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且两类高校毕业生在就
业市场中的竞争力也不同[44]，因此两类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可能存在明显差异，但现有
研究并未对两类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进行分析。

为此，本文基于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采用基尼系数、集聚度、空
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等方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受
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迁移流是否存在网络自相关效应？两类高校毕业生
流动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人口数量、劳动
力数量、人口结构带来的“人口红利”将逐步转向劳动者素质提高带来的“人才红利”。
激发人才活力、破除影响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的重要途经。本文发现可为中国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
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019年中国“双一流”高校共 137所，其中“一流大学”高校 42所，“一流学科”

高校95所。受中国历史、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双一流”高校空间分布区域差异较大
（图1），东部地区“双一流”高校资源较为丰富，拥有83所“一流大学”、61所“一流学
科”高校，均高于其他地区的总和。

根据数据可得性及数据质量，数据来源于 2019年 93所“双一流”高校官网公布的
《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报告中提供了丰富的毕业生生源地、就业地流向等相关信息，
其中31所“一流大学”和62所“一流学科”高校。本文关注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不包含继续深造和未就业的毕业生。本文将位于同一省份的高校数据进行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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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一流大学”高校分布于21个省份，则以21个省份为就学地，31个省份（暂未包括

港澳台）为就业地，形成21×31条OD迁移流；“一流学科”高校分布于29个省份，则以
29个省份为就学地，31个省份为就业地，形成29×31条OD流。

本文涉及的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年鉴以及行业权威数据。其中收入水平、就业
机会、自然资源、医疗资源、教育资源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创新创业
水平采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龙信数据研究院联合开发的2018年中国区域创新创
业指数来表征，该指数利用企业大数据库的数据，包括了中国全部行业、全部规模的企
业，特别是覆盖了创新活跃度高的中小微企业、创业期企业；休闲娱乐场所的数据来源
于 2018年高德地图平台爬取的各省份休闲体育场所、娱乐场所和名胜古迹的POI数据；
人才政策数据来源于2018年的中国指数研究院的人才政策吸引力指数②；户籍门槛指数
采用的张吉鹏等[45]通过对各地落户文件进行整理，最终量化计算出的落户门槛指数；迁
移距离采用 2018 年的公路里程数据来衡量；高校招生数据来源于 2018 年 93 所“双一
流”高校官方网站公布的招生计划数据。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
调查数据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2.2 研究方法
2.2.1 集聚度 为衡量各省份高校毕业生集聚程度，本文借鉴封志明等提出的人口集聚度

② 中指研究院发布的人才政策吸引力指数（https://fdc.fang.com/report/11949.html）。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9)182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1 2019年中国“双一流”高校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China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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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46]，构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集聚度，代表各
省份吸引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Ji =
( )pi pn × 100%

( )Ai An × 100%
=

pi Ai

pn An

（1）

式中：Ji是 i省份“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集聚度；pi是 i省份
拥有“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人数；pn是全国“一流大学”或“一流学
科”高校毕业生总人数；Ai是 i省份的土地面积；An是全国土地面积。
2.2.2 空间计量交互模型 对于高校毕业生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大部分已有研究采用重
力模型。此后诸多学者对重力模型进行扩展，加入了反映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变量，以提
高模型的解释能力[37]。重力模型忽视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迁移流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建模时应该将迁移流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引入重力模型中[37, 39]。本文借鉴LeSage等的研
究，将高校毕业生迁移流之间可能存在的3种网络自相关效应定义为：① 就学地的网络
自相关效应。高校毕业生从就学地A和周边地区B同时迁入到就业地C时，A→C和B→
C的迁移流之间存在网络自相关效应；② 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高校毕业生从就学
地A同时迁入到就业地C和C周边地区D时，A→C和A→D的迁移流之间存在网络自相
关效应；③ 流的网络自相关效应。A→C和B→D的迁移流之间存在网络自相关效应，其
中A和B相邻，C和D相邻。

以上3种网络自相关效应可以通过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来表示，首先基于queen相邻
生成基础空间权重矩阵W。若存在孤岛，令其与最近区域相邻，如设定海南省与广东省
相邻。就学地网络自相关效应的权重矩阵用Wo表示，Wo = W⊗ In，其中 In为n×n的单位矩
阵；就业地网络自相关效应的权重矩阵用Wd表示，Wd = In⊗W；迁移流网络自相关效应
的权重矩阵用Ww表示，Ww = W⊗W。借鉴LeSage等提出的人口迁移流空间计量交互模
型[37-39]，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空间计量交互模型，该模型有几种不同的约束形式，
这里给出一般化表达式：

y = ρoWo y + ρdWd y + ρwWW y + αln + βo Xo + βd Xd + γg + ε, ε~N(0, σ2 IN) （2）

式中：y为两类高校毕业生就业迁移流；ρo、ρd、ρw为重点关注的网络自相关效应；ln为单
位列向量；α为常数项系数；Xo、Xd分别为就学地和就业地的自变量矩阵；βo、βd为对应
的估计系数；γ为距离向量g的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式（2）选择采用因变量空间滞后
形式的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的统计检验在后面模型分析部分给出。

3“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空间特征

3.1 毕业生就业流动呈现高度集聚的分布格局
借鉴封志明等提出的人口集聚度指标[46]，将全国31个省份根据“双一流”高校毕业

生就业地选择分布的集中程度划分为密集区（J ≥ 2）、均值区（0.5 < J < 2）和稀疏区
（J ≤ 0.5） 3 个类别，其中密集区进一步分为高密集区 （J ≥ 20）、中密集区 （10 ≤ J <
20）、低密集区（2 ≤ J < 10）；均值区分为均值上区（1 ≤ J < 2）、均值下区（0.5 < J < 1）；
稀疏区分为相对稀疏区（0.2 < J ≤ 0.5）、绝对稀疏区（0.05 < J ≤ 0.2）和极端稀疏区（J ≤
0.05） 8个级别。

与“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地分布相比，“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地更集中（图2）。
其中“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密集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湖

1396



6期 王 强 等：基于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的人才流动影响因素研究

北、山东、河南、重庆等地区，“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密集区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长
江经济带及河南、山西、陕西、辽宁等地区。三大城市群在人才竞争中已展现出区域一
体化的竞争优势。此外，“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稀疏区广泛分布于西部地区及山西、江
西、黑龙江等地区，占据全国71.46%的土地面积，但仅拥有全国11.25%的“一流大学”
毕业生；“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稀疏区分布于西部地区及黑龙江，占全国 63.11%的土
地面积，仅仅拥有全国8.8%的“一流学科”毕业生。
3.2 毕业生就业地选择呈现明显不均衡分布特征

本文运用基尼系数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分布是否均衡。2019年“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流入各省份就业人数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531、0.446，参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基尼系数等级[47]，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呈现明显不均衡的分
布特征，尤其对于“一流大学”毕业生而言，其就业地更加聚集。与此同时，本文计算
了人口总体分布的基尼系数，其分别为0.351和0.365，人口总体分布相对均衡。通过比
较“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的基尼系数和人口总体分布的基尼系数可知，“双一
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更加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这说明高学历人才倾向于向经济发
展水平、物质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更优的发达地区集聚。

各省份吸引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的全局Moran's I指
数值分别为0.296和0.214，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 < 0.001），这说明两类高校毕业生
就业地呈现集聚分布模式[6]。进一步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一流大学”毕业生就
业地高—高集聚区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及北京、湖北、广东等地区，而“一流学科”毕
业生就业地高—高集聚区除了上述地区之外，还包括山东和四川等省份（图3）。这些地
区领先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舒适性、优惠的人才吸引政策，对“双一流”高校毕业
生形成了强吸引力。
3.3 毕业生就业流动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

“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在就学城市就业的比例（即粘滞率）较高，“一流大学”毕业
生粘滞率为44.57%，“一流学科”毕业生粘滞率为48.50%，下面重点关注高校毕业生跨
省份就业流动网络。图4以OD地图的方式展示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毕业生由
就学地到就业地的空间流动网络，流向线的粗细表示毕业生就业迁移规模。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9)182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2 2019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集聚度
Fig. 2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graduates from China's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2019

1397



地 理 学 报 78卷

总体来看，“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流动网络呈现“东密西疏”的分
布格局，但其流动路径存在一定差别，全国性流入中心和区域性流入中心均对远距离省
份的“一流学科”毕业生吸引力较强。具体来看，广东为全国性毕业生流入中心，但对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毕业生吸引能力有所差别。对于“一流大学”毕业生来说，
广东吸引了湖北、湖南、福建等周边省份以及陕西、四川、北京等远距离省份毕业生的
流入。对于“一流学科”毕业生来说，广东的吸引范围更广，除了吸引上述省份毕业生
流入之外，也吸引了大量广西、江西、海南、江苏、安徽、黑龙江等省份毕业生的流入。

而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为区域性毕业生流入中心，同样对“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高校毕业生辐射能力存在一定差异。对于“一流大学”毕业生来说，北京主要吸
引京津冀城市群及辽宁的毕业生，上海主要吸引长三角城市群的毕业生。对于“一流学
科”毕业生来说，北京主要吸引京津冀城市群及黑龙江和江苏的毕业生，上海和浙江则
主要吸引长三角城市群及湖北的毕业生。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9)182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3 2019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地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Fig. 3 The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graduates' place of employment from China's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2019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9)1825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4 2019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流动网络
Fig. 4 The migration pattern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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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

4.1 变量选取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毕业生由就学地 i到就业地 j的迁移人数，为了规避反向因果关

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将模型中解释变量数据滞后一期[48]。如图5所示，基于劳动力迁移
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创意阶层理论和地方品质理论[4-7, 20]，本文将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
影响因素分成4类：经济因素、地方品质因素、政策因素和其他因素。

（1）经济因素：为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选择两个广泛使用的指标在岗职
工工资和失业率[19, 27]。工资水平越高往往预示着收入水平越高，预计就学地较高的工资
水平会减少人才流出，就业地则会吸引人才流入；而失业率反映了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概
率，其对人才流动的作用效果则相反。此外，本文以创新创业指数来测度区域创新创业
水平，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而言，具有较高创新创业水平的地区更具吸引力[9]，因
此就学地创新创业指数越高，人才流出越少；就业地则相反。

（2）地方品质因素：已有研究表明[4, 8, 19, 27, 49-50]，气候、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地
方品质因素能够反映居住地的生活质量，而地区宜居性越来越成为人才定居的重要考量
因素。因此，本文选取休闲娱乐场所数量、年均气温、中学生师比和万人医生数等变量
表征地方品质因素。预计地方品质越好，对人才的吸引力越强，越有助于就学地留住人
才，也有助于就业地吸引人才流入。

（3）政策性因素：由于户籍政策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的政策，尤
其北京、上海等省份的户籍政策与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重要事项密切相关，
户籍政策改革对人口流动具有显著影响[51]。因此，本文引入户籍门槛指数分析其对高校
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情况。王一凡等研究发现，人才吸引政策对毕业生流动具有显著
激励作用[19]。为此，本文纳入人才政策吸引力指数分析其对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程度。

（4）其他因素：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流动成本相应增加，进而降低流动规模[4, 19]。
因此，本文将从就学地到就业地的迁移距离变量引入模型。另外，高校生源来源的构成
也会影响毕业生的就业流动格局。一般来说高校毕业生更有意愿返回生源地所在省份就
业[26]，因此，就学地省份在某省份的招生人数，与高校毕业生返回该省份就业的人数具
有强相关性。为此，本文将高等教育招生情况纳入模型。

图5 “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Fig. 5 Th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ment migra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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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就学地、就业地和就学地—就业地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毕业生

数量或迁移人数的全局Moran's I值可知，两类高校毕业生在就学地、就业地和就学地—
就业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前文中仅列出了就业地的全局Moran's I值），可见，
应该构建空间回归模型来分析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Lagrange Multiplier （LM）
检验来选择空间回归模型，结果显示 LM-lag、LM-error 及 Robust LM-lag 均显著，而
Robust LM-error不显著，即存在显著的因变量空间滞后效应，而误差项空间滞后效应不
显著（表1），因此应选用因变量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形式的空间计
量交互模型进行分析，如公式（2）所示。而且，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的AIC值低于重力模
型，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的R2值高于重力模型（表2），表明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的拟合优度
高于重力模型。此外，传统重力模型的残差Moran's I显著为正，说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
相关性；而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的残差Moran's I不显著，说明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在加入空
间滞后项之后，能够有效地过滤掉残差中的空间自相关性，再次表明选取空间计量交互
模型进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更合适。

从表 2可知，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的结果表明，3种网络自相关效应（ρo、ρd、ρw）均

显著不为 0，说明重力模型中关于迁移流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ρo =ρd =ρw =0）并不成

立。其中，就学地和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系数ρo、ρd均显著为正，说明就学地之间和

就业地之间均存在正向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即从同一就学地出发的高校毕业生迁移流，

在某就业地及其周边地区集聚，而抵达同一就业地的迁移流，也会在某就学地及其周边

地区集聚。例如，就学地湖北的6678名“一流大学”毕业生流入就业地广东工作，同时

就学地湖南的4439名“一流大学”毕业生也流入就业地广东工作（占广东省总迁入流的

比例分别为18.09%、11.99%），即存在就学地网络自相关效应。同样，就学地四川的954

名“一流大学”毕业生流入就业地上海工作，同时就学地四川的787名“一流大学”毕

业生流入就业地浙江工作（占四川省总迁出流的比例分别为9.05%、7.47%），即存在就

业地网络自相关效应（“一流学科”毕业生就学地和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类似，不

再举例赘述）。蒲英霞等的研究发现，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存在正向的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网

络自相关效应，反映了人口迁移的空间效仿行为[41]。类似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毕业生就业流动也存在空间效仿行为。

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系数ρw显著为负，说明从某一就学地到某一就业

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该就学地周边的毕业生流入到该就业地

周边。例如，就学地湖北有1977名“一流大学”毕业生流入就业地上海工作，而就学地

湖北周边的河南仅有500名“一流大学”毕业生流入就业地上海周边的江苏工作（“一

流学科”毕业生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类似，不再举例赘述）。可能的原因是

表1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检验
Tab. 1 Identification test of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检验方法

LM-lag

LM-error

Robust LM-lag

Robust LM-error

“一流大学”

LM统计量

62.922

87.082

25.825

0.661

P值

0.000

0.001

0.000

0.912

“一流学科”

LM统计量

61.273

78.073

22.732

0.731

P值

0.000

0.001

0.000

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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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地和就业地网络自相关效应的存在，使得高校毕业生倾向于来自相邻的就学地或迁
入到相邻的就业地，导致从就学地周边流向就业地周边的高校毕业生相对减少。类似
地，基于流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可以理解为空间竞争行为，即从某就学地到某就业地的高
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会降低该就学地周边的高校毕业生向该就业地周边迁移的可能性[41]。

对比重力模型和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各因素系数可知，空间计量交互模型的系数均小
于重力模型。可见，若忽视网络自相关效应会高估各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

（1）经济因素。“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弱于“一流学科”
毕业生。其中，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及吸引力的重要指标，工资水平对“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符合预期。工资水平的提高，将会提高
就学地对本地毕业生的粘滞作用，也对就业地吸引毕业生的流入产生显著“拉力”作
用，说明高校毕业生倾向于选择收入水平较高的省份就业。相对而言，“一流学科”毕业
生就业流动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更大。失业率对两类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也符合
预期，且对“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更显著。失业率的增加，将会减弱就业
地对毕业生的吸引力，也会加速就学地毕业生的流出。此外，“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具有
较强的创新能力，各省份较高的创新创业水平可以为毕业生工作成长提供更多的资金与
技术支持，所以创新创业水平越高，将抑制就学地本地高校毕业生的流失，也有助于促
进毕业生流入就业地工作。同样，创新创业水平对“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
较大。

（2）地方品质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不容忽视[20, 29]，但这种影响主要体
现在对就业地迁入流的“拉力”作用。休闲娱乐场所越多、居住气候越宜人（即平均气
温越高）、基础教育质量越好（即中学生师比越低）、医疗资源越好的省份往往能够吸引
较多“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毕业生的流入，但对“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的
影响更大。而地方品质因素对就学地的影响程度有限，仅就学地休闲娱乐场所对高校毕
业生的流动产生显著影响，就学地休闲娱乐场所越多，越容易吸引高校毕业生留在就学
地工作，而非发生就业流动。

（3）本文重点关注政策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政策因素对“一流学
科”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强于“一流大学”毕业生。其中，人才政策对高校毕业生就
业流动的影响符合预期。人才政策出台力度越大，即人才吸引力指数越大，越容易吸引
高校毕业生。对于就学地而言，人才吸引力指数越大，高校毕业生越倾向于留在就学地
求职，减少本地高学历人才的流失。对于就业地来说，人才吸引力指数越大，有助于吸
引高校毕业生的流入，这也正好解释了杭州、西安、成都、武汉等二线城市纷纷出台人
才政策的缘故。户籍门槛指数的高低反映了各省份对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的强弱[45]，户
籍门槛指数越高，说明该省份对毕业生求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相对来说，就业地的户
籍政策的影响更显著，户籍门槛指数越高，越容易吸引高校毕业生流入就业地工作。

（4）迁移距离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19-20]。
迁移距离对“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更大，而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一流大
学”毕业生对距离相对不敏感。究其原因，由于具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人才，在劳动
力市场的地位和议价能力更强，同时抵御迁移成本和融入风险的能力也更强，致使更高
人力资本水平的“一流大学”毕业生对迁移距离相对不敏感。在考虑网络自相关效应
后，迁移距离对毕业生就业迁移流的负向影响减弱，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似[32, 41]。另外，
本文发现就学地的生源构成对毕业生流向有着重要影响，就学地省份在某省份的招生人
数越多，毕业生从就学地回流至该省份工作的人数也就越多。这说明大学生的两阶段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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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从生源地到就学地的就学迁移和从就学地到就业地的就业流动）紧密关联。模型结
果发现，“一流大学”毕业生与“一流学科”毕业生相比，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对“一流学
科”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更大，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一流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
更具竞争力，不受限于返回生源地省份就业。
4.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样本量对原始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首先，本文将 93所
“双一流”高校所在省份中包含“双一流”高校数量最多的江苏剔除，再次进行回归分
析，模型系数与表 2中的回归结果较为一致，表明原始模型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其次，
将“一流学科”毕业生迁移流中与“一流大学”毕业生迁移流不一致的OD流剔除，保
留与“一流大学”毕业生相同的21×31条OD迁移流，再次运行模型。结果显示，大多数
变量的系数与原始模型基本一致，也说明原始模型结果较为稳健。

表2 模型结果分析
Tab. 2 Model results analysis

变量

经济因素

地方品质因素

政策因素

其他因素

常数项

ρo

ρd

ρw

Log-likelihood

AIC

修正R2

残差的Moran's I

具体指标

就学地省份在岗职工工资水平

就业地省份在岗职工工资水平

就学地省份失业率

就业地省份失业率

就学地省份创新创业指数

就业地省份创新创业指数

就学地省份休闲娱乐场所数量

就业地省份休闲娱乐场所数量

就学地省份平均气温

就业地省份平均气温

就学地省份万人医生数

就业地省份万人医生数

就学地省份中学生师比

就业地省份中学生师比

就学地省份人才政策吸引力指数

就业地省份人才政策吸引力指数

就学地省份户籍门槛指数

就业地省份户籍门槛指数

就学地省份在就业地省份的招生人数

就学地省份到就业地省份的公路里程

重力模型

“一流大学”

-0.343**

0.438**

0.247*

-0.212

-0.052**

0.043**

-0.108**

0.219**

-0.112

0.127**

-0.074

0.138*

0.068

-0.107*

-0.043*

0.047*

-0.073

0.065**

0.152**

-0.211**

-2.424

-2142.32

1673.31

0.673

0.278***

“一流学科”

-0.438**

0.526**

0.313**

-0.174*

-0.047**

0.063**

-0.078**

0.109**

-0.083

0.086**

-0.047

0.084

0.077

-0.064**

-0.077*

0.086*

-0.122*

0.143**

0.272**

-0.293**

-2.513

-2462.32

1871.24

0.601

0.234***

空间计量交互模型

“一流大学”

-0.281**

0.363**

0.173*

-0.103*

-0.021**

0.011**

-0.083**

0.129**

-0.051

0.067**

-0.031

0.058*

0.049

-0.067*

-0.023*

0.031*

-0.032*

0.052**

0.132**

-0.141**

-2.634

0.344***

0.278***

-0.241***

642.82

1339.72

0.781

0.001

“一流学科”

-0.363**

0.452**

0.201**

-0.121*

-0.031**

0.021**

-0.056**

0.093**

-0.043

0.036**

-0.024

0.028*

0.027

-0.031**

-0.047*

0.065*

-0.082*

0.122**

0.154**

-0.153**

-2.712

0.274***

0.238***

-0.211***

862.32

1521.40

0.768

0.005

注：***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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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19年“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采用空间统计方法
对两类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格局进行对比分析，并运用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剖析其影响因
素的差异性。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现有研究主要采用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对普通劳动力
或流动人口的网络自相关效应进行了分析，但较少关注高学历人才群体[39-40]。为此，本文
通过引入空间计量交互模型，揭示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迁移流存在的网络自相
关效应，并对比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格局及影响因素存
在的差异性。主要结论如下：

（1）与人口总体分布格局相比，“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呈现高度集聚且不
均衡的分布格局。两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密集区均集中在长三角、北京、湖北、广东等地
区，但山东、四川等省份也吸引了较多“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两类高校毕业生就业
流动网络总体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但其流动路径存在一定差别，无论是全国
性流入中心的广东，还是区域性流入中心的北京、上海、浙江等省份，主要以吸引邻近
省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毕业生的流入为主，但同时这些地区也对远距离省份
的“一流学科”毕业生产生较强吸引力。

（2）本文对“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研究发现，与中国的流动人口以工作
为导向的迁移模式不同[52]，“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也
会受到地方品质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的核
心因素。另外，政策因素及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因素对毕业生就业流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本文通过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不同
人力资本受不同类型因素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一流大学”毕业
生更加受到地方品质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因素、高等教育招生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则对
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一流学科”毕业生的影响更强。这说明越是要吸引高层次人才，
越是要注重地方品质的营造。而目前的人才政策多以短期经济激励为主，例如住房补
贴，创业补贴等。随着高学历人才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应该更加注重提升教育、医
疗等公共服务质量，创造包容创新的软环境。

（3）“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毕业生就业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
应，基于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显著为正，基于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
关效应显著为负，表明就学地之间和就业地之间均存在正的溢出效应，而就学地周边与
就业地周边之间存在负的溢出效应。而且，通过比较传统重力模型和空间计量交互模型
研究结果发现，若忽视网络自相关效应会高估各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区
域迁移流之间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很大程度是由于影响因素的空间自相关性造成的[41]。一
般而言，人才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品质因素的共同作用，而普通劳动力主要受经济因素
驱动 [49, 53]。因此，人才在区域间的迁移会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品质因素的空间溢
出，而与周边地区间人才迁移产生关联。此外，人才也会对地区产生更强的知识溢出效
应，这种外部性对于本地和周围地区的创新和经济发展会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54]。知识
溢出也会导致本地和周围地区高学历人才迁移流产生关联。故人才迁移网络的自相关效
应相对更强。

在中国高学历人才就业集聚的背景下，本文的发现对于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人才政
策具有启示意义：① 由于毕业生就业迁移流之间存在网络自相关效应，单个省份毕业生
流入与流出的变化，将影响迁移网络中其他省份毕业生的就业流动变化，从而影响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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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网络系统。因此，人才政策的制定需要实现从单一省份视角向区域协调视角的转
变。为了避免造成区域内部“人才争夺”竞争过度，不同省份之间应发挥比较优势，区
域内部省份之间应制定协同的人才政策，加强区域内部省份的合作与联合驱动作用，方
能在人才竞争中具有优势。② 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校毕业生对地方品质因
素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强，尤其对“一流大学”毕业生而言，完善的公共服务、丰富的休
闲娱乐设施以及舒适的自然环境将构成未来城市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③ 高校毕业生作
为经历高等教育的群体，其就学城市与就业城市存在高度重叠，即就学城市的粘滞率较
高，因此对于人才流动的引导和政策着力点，应往前推移至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和
名额分配政策上。将高校作为人才流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统筹布局，将地方高等院校
培养模式和区域发展战略进行协调，在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人才吸
引力。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① 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仅从省级尺度对高校毕业生的
流动格局进行了分析，缺乏基于城市尺度的精细化研究，之后可探索获取更为完备的数
据集，对地级市或县域尺度高校毕业生流动格局进行刻画，同时丰富人才研究的主体，
可以尝试比较不同专业类型或职业类型人才群体流动格局及影响因素的异质性。②《毕
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无法提供完整的毕业生生源地信息，因此本文聚焦于毕业生从
高校所在地到工作地的就业流动，相对忽视了生源地的影响。未来的研究，我们将进一
步拓展数据来源，希望能够追踪高校毕业生从生源地到高校所在地、再到工作地的完整
迁移路径，加深对人才迁移的深入理解。③ 本文仅对2019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
就业流动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缺乏基于多期数据的实证研究。未来可探索通过
多期的微观调查数据或借助大数据平台，追踪长时段高校毕业生流动的演变格局，有助
于深入了解人才流动格局对经济发展的塑造作用，为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实现更高质量发
展提供实证依据。④ 本文对人才群体的研究只考虑以学校层级和学历层级为标准定义的
人才，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匹配存在一定的不吻合，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基于学历、学
校、专业等多维度来定义人才，加深对相关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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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using spatial
econometric interact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China's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graduates

WANG Qiang1, 2, 3, CUI Can1, 2, 3, LAO Xi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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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from a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a
"talent dividend", and talen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key driver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a knowledge economy. As the reserve of talents, university graduates
are the main target of the "war for talent" among Chinses cities. Based on the 2019 Graduate
Employment Quality Reports of China's "double 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adopting the Gini
coefficie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interaction model,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migration pattern of "double first- class" university graduates upon their
graduation and investigates its underlying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destination areas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from "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and "first- class
disciplines"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in eastern China, with the former showing a higher
concentration level. While economic factors still play a vital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migration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the influence of quality of place is also significant, especially for
graduates from "first- class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the policy factors als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migration pattern of graduates from both types of universiti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effects among graduates' employment migration flows. The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effects based on places of study and places of employment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hese network autocorrection effects reinforce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migration.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ing a
regional coordination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a single- region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the
formation and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talent policies.
Keywords: talent migration; university graduates; spatial pattern; influencing factors; spatial
econometric intera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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